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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田、水患与疾病:15－20 世纪浙东河谷平原开发与

水环境变迁——以诸暨地区为中心

耿金
*1

【摘 要】:宋明以后，浦阳江中游诸暨河谷区的湖田开发速度加快，时人通过沿江筑堤御江水、湖区内筑埂分离

湖水等措施，改造湖区水环境，使一些原本用于蓄水调洪的湖泊逐步垦辟为湖田。湖田挤占湖泊，加之明代中叶浦

阳江下游河流改道，钱塘江潮水顶托江水，使得中游诸暨地区水患不断加重。清代以后由于山区开发，浦阳江河床

逐渐淤高，水患灾害更趋严重。湖田开发过程中，聚落、农田向湖区推进，血吸虫等水生疾病也随之而生。20 世纪

50 年代改造湖区受淹低产田，修排水渠改善水土环境，将湖田开发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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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研究，需要通过长时段考察才能揭示其中的驱动因素及环境改变造成的后期影响。历史上中游

河谷地区曾有大量湖泊分布于河谷沿岸，湖泊对蓄水、调洪产生极大作用。宋代以后，区域内农田开发速度加快，特别是明代

湖田再开发，将流域河、湖水流格局与水环境完全改变，使得该区域长期受水患与水生疾病的肆虐。万历年间(1573－1620)刘

光复治理浦阳江后，当地水患有极大改善，但中游地区既有之河、湖水环境格局却不可能改变，使得水患问题在明代以后一直

很严重，特别是民国十一年(1922)之大水灾，乃当地水流环境演变所引起最重后果之最极端表现。目前史学界对浦阳江流域的

研究更偏重于下游，特别是下游河流改道时间等问题之考证。这方面以 20 世纪 80 年代陈桥驿先生的研究为代表，而近些年朱

海滨又对浦阳江下游改道等问题进行新的考证，修正了此前的一些研究错误。
①2
浦阳江流域本身的农田开发与水流环境等问题，

并没有引起学界关注。日本学者森田明和上田信也集中研究过浦阳江中游河谷地区，但两位学者的关注重点并非农田水环境本

身，而是偏重于当地的水利制度与地域社会问题。
②3
因此，本文集中梳理明代以后，浦阳江流域湖田开发与湖田水环境改造过程，

以揭示湖田开发与近世(下限至 20 世纪 60 年代)流域内水患以及水生疾病之间的关系，加深对当地生态史、水文史的认识。

一、明以降的湖田开发

浦阳江发源于浙江金华浦江县，江水向北中游经过绍兴诸暨市，下游于今杭州市萧山区渔浦处入钱塘江。明代中叶以前，

下游河道由山会平原东流于三江口入杭州湾。历史时期浦阳江流域沿岸有大量湖泊分布，有“七十二湖”的记载。
③4
宋代开始，

流域内湖田开发加速，特别是南宋北方移民大量迁入，推动当地农田进一步开发。当时诸暨浦阳江流域的湖田约 23 万亩:“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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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经界，法行官吏，无民之心，将湖田作籍田打量，计二十三万五百二十亩有零。”
①5
1950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平地滨海

区域，遍地皆埂，围湖达七十余处，统称湖田，计共有水田六十余万亩。”
②6
此数值中有部分并非湖田，而是一般水田，20 世纪

40 年代的档案资料称诸暨土地约 80 万亩，而湖田约占一半。
③7
因此，宋代的湖田数量几乎已经占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诸暨总

湖田一半。诸暨地区关于宋代湖田开发的详细资料较少，而且当时区域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河流积水不畅而形成的水患灾害，

故多数人对湖田大规模开发持反对态度，南宋地方官言:“属邑诸县濒海，而诸暨十六乡濒湖荡泺，灌溉之利甚博，势家巨室，

率私植埂，岸围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则溢入，邑居田闾寖荡。”
④8
其时“人皆占以为田，遇雨皆归七十二湖，

侵捐所种之苗，然则非水为害，民间不合以湖为田也，是故诸暨为县，虽四方大稔，时和岁丰，常有流离饿莩之忧，深可悯怜”
⑤9
。加之湖田再推进之关键时期为明代，此后清代一些湖田区甚至出现农田负增长的情况，这与水患频繁有极大关系。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人民政府对常年淹水区进行水土环境改造，进一步增加了湖田面积。
⑥10
因此，集中讨论明代以后区域内湖田

开发、湖田水环境改造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湖田与水患、水生疾病之间的关系就极为重要。

其中，北部泌湖地区的水环境变迁最有代表性，其系统开发从明代嘉靖以后才开始，可以作为考察近 500 年来诸暨河谷人

地关系的典型案例。泌湖早期是一个蓄水沼泽区，南宋《嘉泰志》中记载为“泌浦湖”，水域面积周四十里。
⑦11
明代《绍兴府志》

中记载该湖泊水域面积达 80 里，“泌浦湖，在县(诸暨)东北五十里，周围八十余里，最大。近年召佃之议兴，豪右乘之，大半

废。”
⑧12
比南宋时期扩大了一倍。传统时代，湖泊水域扩展更多由于泥石流堵塞湖泊出水口而形成堰塞湖湖等原因，但泌湖周边

以丘陵地带为主，不易发生大型泥石流，其水域范围变化与浦阳江下游河道变化有极大关系。早年由于鉴湖垦废，浦阳江下游

西小江的出水环境恶化，急需要分流浦阳江给山会地区带来的水流压力，于元代萧山县令崔嘉纳已经在萧山西部凿河道分流浦

阳江，但效果有限，而在中游地区蓄水以缓解下游地区水流压力，无疑成为了最佳选择。于是，山阴、会稽、萧山等地“租借”

泌湖这一片沼泽区蓄水。明代中叶以后，戴琥于萧山凿碛堰山导浦阳江北入钱塘江，使得山会境内的水流环境发生极大改变。

泌湖区在枫桥江逐渐发育形成后，江水横贯泌湖东西，向西汇入浦阳江，浦阳江江水又经常倒灌入湖区。因此，作为浦阳江流

域的众多湖泊之一，泌湖在历史时期承担着浦阳江排泄不畅的分水功能。对于“租借”泌湖蓄水之事，明嘉靖年间的《萧山县

志》记载较为详细:

诸暨县泌浦湖。按诸暨宣德间志，泌浦湖旧传为五十九都之地，又传为水所潴。每岁梅潦泛滥，水势浩瀚，至钱清江则逆

潮移动，经旬月方退。萧山之田，逾时则不可艺；因以湖潴水，乃可及时艺也。元初，遂以此都税粮责于萧山。彼赋之重，盖

缘于此。
⑨13

嘉靖《萧山县志》言之凿凿，称元初即借湖蓄水，并代纳湖租。对此说法，诸暨县一方极力否定，隆庆年间(1567－1572)

诸暨枫桥人骆问礼在其主持编修的《诸暨新志》中称:“旧说暨水每为萧山害。元时，因以泌湖畜水，而责其税于萧山。夫泌，

旧湖也，从何而税之。如果有之，既为湖，则必落其籍，纵责税于彼。国初，则壤成赋，必有大体，而乃承一时之颇制，或未

5
①(宋)史浩:《再奏议》，乾隆《诸暨县志》卷 15《水利》，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6
②《诸暨西泌湖、朱公湖排水站工程报告》，1950 年 10 月，诸暨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3－02－10。

7
③《诸暨县农业概况》，1947 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档案号:L098－02－132。

8
④《宋史》卷 480 列传第 169《汪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2308 页。

9
⑤(宋)史浩《奏议》，乾隆《诸暨县志》卷 15《水利》，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10
⑥诸暨农业志编纂委员会:《诸暨农业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73 页。

11
⑦嘉泰《会稽志》，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87 页。

12
⑧万历《绍兴府志》卷 7《山川志四·湖》，(明)萧良幹修，张元忭、孙忹等撰，李能成点校，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 年，

第 167 页。
13
⑨嘉靖《萧山县志》卷 2《建设志·水利》，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 年，第 83 页。



3

然与?”
①14

骆问礼的质疑切中要害，此地长期为湖区，即使未完全为水域，也极少有垦殖。没有聚落，何来赋税?其实在嘉靖年

间(1522－1566)修《萧山县志》时，萧山方面已在志书中对此表示过质疑:“湖之建，由元崔加讷始。崔公，萧山令也。能使彼

县四万馀亩膏腴之田，了无所利，夺之为湖，专为萧山除害耶?此甚不通矣!”
②15
笔者以蓄水前的湖水范围 40 里为标准，通过绘

图软件 mapinfo 面积计算，宋元时期泌湖区的水面面积大约相当于整个湖区的 1/4，即还有大片区域并非湖面。即便如此，该区

域到明中叶以前仍未进行系统开发，聚落分布极少，故元代“借”泌湖蓄水时，湖水扩大一倍，却并未见有移民迁徙的记载。

该地早期没有垦殖、聚落的形成，根本上还是由于当地水环境不适合开发为农田。明正德年间(1505－1521)，在浙江为官

的黄镗即对此湖的地理环境有过清晰交代，“诸曁有泌湖，没于豪右，吏莫敢问。镗至复为官湖，利赖数邑。居州岁祲，镗请捐

逋减额，躬行阡陌，劳来流徙，戸口尽复，濵人尸而祝之。”
③16
黄凤翔为其写的行状中也大书浚泌湖之事，“在浙江，职董水利，

力排众议，修筑捍海塘，改浚诸暨泌湖”
④17
，黄镗言:

诸暨之湖七十有二，诸湖丈量升科供办粮差，惟独此湖田，宋、元及我国家相沿为湖，而不以为田者，此必有说，职常相

度其地，审视水势，诹咨群议，则此湖断然但可为湖而不可以为田也，何则县东之水发嵊县，会稽、山阴诸界无虑十余条，皆

注此湖，而浣江发源浦江、义乌，分派东西两江，而又会流于三港口。三港水道狭小，旱干之时，两江之水由三港舒徐顺流入

于钱塘。若有霖雨祟朝，则两江之水暴涨，壅淤于三港，而其水反从东南逆注于此湖，则此湖诚为众水聚畜囊贮之所。若据以

为田，则必有壅塞怀襄之患，而暨之为县大受其害矣。历代以来，中更老成定虑者不知其几，卒弃膏腴以为官湖，而不以为田

者，非其见事之晚，利害较然，势有所不可也。
⑤18

嘉靖以后，对于下游地区“租”借泌湖蓄水之事，一直以来只有萧山坚持，山阴、会稽县的方志中都未有任何记载。明中

后期，由于浦阳江下游改道由临浦向北于萧山渔浦入钱塘江，萧山县西部开始修筑西江塘，由于浦阳江与钱塘江潮水的共同作

用，西江塘修筑强度极大，需要花费的资金极多，即便山阴、会稽协助修筑，萧山一县仍感吃力。于是，所谓代纳赋税之事又

被重提。萧山士人丁克振给出两条建议:一是“复折银以济塘患”；二是“还湖粮以助大工”。
⑥19
而索要“湖粮”对象即为诸暨县:

成化以前，萧山旧有碛堰一带以障金、衢、严、暨之水，其水从麻溪入内河，由钱清出三江，迂流曲折，势不易泄，农业

大妨。赖有诸暨泌湖与萧接壤，借之潴水，水势方杀，而农业可成。故萧邑每岁代纳诸暨湖粮一千余石，载在《府志》，止许为

湖，不许为田。后蒙本府知府戴凿通碛堰，湖不潴水，白此萧山无藉泌湖，而泌湖亦自成腴产，然萧之纳粮犹故。
⑦20

对萧山、诸暨二说，《府志》后注中称未知孰是孰非。
⑧21
从聚落演变与发展看，这种说法也难成立。早期的泌湖乃一蓄水区，

虽水域面积不能完全覆盖全区域，但没有筑埂、修堤，不适合农业垦殖与聚落形成的，自然不需出田赋。

泌湖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嘉靖年间，在此之前，湖区周边已遭到部分围垦，“自明时富户占湖为田者十六家，凡十三姓，有十

三处之说”
①22
。正德年间黄镗浚泌湖，即为废田还湖。为了解决县城修筑经费问题，嘉靖年间，知县将泌湖地区的湖田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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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改变泌湖作为官湖蓄水的水环境。万历《绍兴府志》载诸暨县佃卖湖田筑城之事:“嘉靖三十四年冬，请筑城于监司，时公

帑告匮，民力弗竞，请卖官泌湖以益之，曰:可。乃以十二月十二日起徒役，三十五年六月报成，公、私费计六万有奇。”
②23

开

始时当地主要卖湖区周边地势较高的土地，然“犹不能助县官为完城也”，于是“公乃慨然佃其下者，必待筑堤而后可以为田，

田成助县官者，不为徒费”。
③24

地势较低的湖区在筑埂之后也可以为田，故“修筑堤岸，于是泌无不佃之田。”
④25

低地被开发为

湖田，极大改变了泌湖的蓄水环境，因此每到雨季，湖区必被水，“而时或霖潦，水无所泄，近湖良田反忧鱼鳖”
⑤26
。泌湖对于

中游水环境之重要性，正如万历年间刘光复所言:“诸暨浣江一带，上接金、处万山洪水，下钱塘、富阳两江，逆涛五百里，长

流不知几百折。而由江入海，麻溪塞其道，碛堰锁其喉。先年小雨犹不缺泛溢者，以泌湖蓄水而埂外多隙地，河广足以容流也。

今泌湖变卖筑城，势难骤复。”
⑥27

到万历年间泌湖田亩升科，分上、中、下三则田亩，皆在百顷以上，共计田亩 410 余顷。
⑦28

万历三十年(1602)，刘光复在

上奏申文中称泌湖水域面积只剩下 2060 亩。
⑧29
至清代，泌湖的湖田开发进一步扩张，泌湖演变为东、西两部分，中间以风桥江

为界，光绪《诸暨县志》载:“缘枫桥江而下，在江东为东泌湖，亦曰东白江；西为西泌湖，亦曰西白，筑埂圩田，名称不一，

纵横交错，袤延数十里。”
⑨30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以泌湖为代表的中游湖区，逐渐由蓄水区被改变为农田区，而在农田推进过

程中，又伴随着对湖区水环境之改造过程。

二、湖区水环境改造

湖田开发，采取沿江筑埂御外水，湖内筑内埂分离湖水，并于湖水出口处设闸、斗门调节江水与湖水关系，防止江水倒灌

入湖之方法改造湖区水环境，营造适宜农田耕种的水土条件。湖田开发的第一步即要阻隔浦阳江的袭扰，因此，沿江筑埂成为

湖田开发之关键前提。诸暨的湖田推进虽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但是湖区沿江筑埂却直到明嘉靖初年才开始。
⑩31

而明代万历年

间刘光复对区域筑埂之极大努力，也奠定了此后浦阳江沿岸长期筑埂格局。对此笔者已在他文中有过系统阐述，本文主要集中

湖田内水的排泄分析。

浦阳江中游地区的湖田开发基本都遵循这样的开发轨迹，早期湖田被湖水淹没，之后随着湖泊盆地泥沙淤积，湖身渐高。

人们在沿山一带逐步围坝造田，种植水稻。⑪32
如泌湖区，“先占泌湖为田者，不过近山稍高之处”，湖区地处低洼，不可能完全

将积水排尽，只能是一部分农田与一部分湖水并存。于是在湖区内修土埂(也称“圩子”)将低洼区的湖水围住，湖水与农田分

离，“必待筑堤而后可以为田”⑫33
，大片水域变为众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泊又与农田相间，形成湖、田交织的景观格局。随着

开发的逐步深入，一些小湖再次被筑埂，湖水不断被压缩，乃至一些湖田区只保留下各种小湖名称，而不见湖水。

23
②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城池志》，第 38 页。

24
③(清)蒋鸿藻撰:《诸暨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 3 辑(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年，第 119 页。

25
④(清)蒋鸿藻撰:《诸暨金石志》，第 119 页。

26
⑤乾隆《诸暨县志》卷 15《水利》，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27
⑥(明)刘光复:《经野规略》上卷《开治河渠申文》，冯建荣主编:《绍兴水利文献丛集》下册，扬州:广陵书社，2014 年，第

524 页。
28

⑦万历《绍兴府志》卷 16《田赋志一》，第 301－302 页。
29

⑧(明)刘光复:《经野规略》上卷《申详违禁箔泌湖申文》，《绍兴水利文献丛集》下册，第 527 页。
30

⑨光绪《诸暨县志》卷 13《水利志》，宣统二年刻本。
31

⑩康熙《诸暨县志·序》，康熙十一年刻本。
32

⑪西泌湖水利委员编，《西泌湖概述》，内部资料。
33

⑫(清)蒋鸿藻撰:《诸暨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 3 辑(九)，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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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内埂将大湖分割为小湖与农田，分割后的湖区仍要将积水排除，于是在筑内埂围湖的同时，还需修筑排灌渠，也称沥河。

排涝渠两岸修筑堤埂，固定水流，当地人也称这种堤埂为硬堤，而称汇集积水的枝流为港，硬堤往往也是村中聚落间的交通道

路:

农田之中，一般有港，港岸障以堤埂，亦即村中通行道路。据当地人云:昔时港面本不如今之狭隘，硬堤亦有一定地位，后

村人贪图私利，将浅滩垦为己田，于是港面日狭，水势冲向害及对方，每酿成械斗，后即听水自然流行，此坍彼涨，以致港路

涨蚀而日促。平日水小尚无害，一旦山水大发，则泛滥横决，硬堤尽溃，田皆淤积。但港旁水草丛生，水行不畅，水路阻塞，

致水向低冲去，原有港路涨为沙滩，田地间又起天然疏松之港路，又据云:为政府明令规定，恢复旧有硬堤地位，不准侵入港路，

则港面可阔，水害可免。
①34

以泌湖为例，弘治年间，枫桥江与湖泊仍未完全分离，骆问礼言:“其间二溪穿市入泌，枫桥跨其中不可见，而人隐隐过楼

头桥，因可指水涨则重湖，一望如海。”
②35
明代只有一个大的泌湖，清代中后期则以枫桥江堤埂为界，以东为东泌湖，以西为西

泌湖。西泌湖地势略高，面积也更广。西泌湖最高处高出东泌湖二尺左右。故东泌湖的湖田区面积也一直要比西泌湖为多。到

民国时期的测量数据显示，东泌湖湖田大概有 7000 余亩，西泌湖大概 24000 余亩。
③36
通过堤埂与湖田内的圩子分离积水，形成

如图 1 的湖田分布格局:

34
①《诸暨水灾情形及救济办法》，《浙江民政月刊》1928 年第 11期，第 13 页。

35
②(明)骆问礼:《见大亭记》，乾隆《诸暨县志》卷 5《古迹》，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36
③民国《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诸暨民报社，1924 年，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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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田区的积水通常由低荡洼地积蓄，积水外排则需要通过修筑排涝渠。湖田之间由众多枝港串联，枝港的积水排入干渠，

最终汇入江流外泄。西泌湖西南有一条银河江，江水介于湖泊与山麓地带之间，乃丘陵区溪水的汇集河道，在龙止口处与枫桥

江汇合后经西斗门出湖区，再进入浦阳东江主干河道。湖田开发中修筑了银河河堤，河堤修筑一方面可以固定河水流向，另一

方面也可防止山洪、溪水冲断江流进入湖区。只要能将湖内的积水排除，就能增加更多农田。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东泌湖只要

排除该湖内总水量的 1/3，则基本上可以解决 1万多亩内涝田问题，3000 亩旱灾田也可获得丰收。
①37

在排涝渠沿岸，特别是流经湖田区的主干河道两岸，一般都保留大量的蓄水区，这些区域可作为湖田与排水渠道的缓冲地

带，干旱时也可以作为灌溉水源，平时则是杂草丛生的沼泽地带，一些民众也在这些区域养鱼。但到后期这些低洼区也渐被垦

为农田，遇有淫雨即被淹没，土壤黏重，透水性较差，成为低产田，这样的低产田在湖田区极多，到 1960 年，全县初步改造了

187 个百亩以上的湖畈低产田，面积达 16．51 万亩，兴修的大小排灌渠道 752 条，总长达 1190 华里。
②38
当时开始大规模改造湖

区低产田，也留下了大量低产田改造示意图，从图 2 中可以了解到湖田区的水域分布与湖田分布格局，如新沥湖。

37
①《为东泌湖排涝工程，拟予春季施工，请批准并投资解决由》，1953 年，诸暨市档案馆，43－4－14。

38
②《诸暨农业志》编委会编:《诸暨农业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26 页。



7

传统时期由于没有排灌用的抽水机器，要将低洼处的积水排除，同时防止浦阳江潮水的倒灌，只能在湖水入汇集于江流的

出水口处设置闸或斗门。泌湖区在龙止口处很早就建有西斗门，乃湖区重要的水利命脉。由于浦阳江潮水的倒灌，每次洪水从

泌湖龙止口地段的银河江口涌入，严重威胁沿江两岸堤防的安全。民国时期骆致襄在《诸暨之改造》一文中称泌湖水环境改造

东泌湖以筑堤为主，西泌湖以筑闸为要:“就枫江而论，西泌湖利于筑闸，东泌湖利于筑埂。因西泌湖之银河短而狭，每年夏秋

之际，值江潮上涌，枫水直泻，顷刻之间，横贯银河即成溃决；近年来至四年三荒，银河实为厉阶。设能于河口置闸，不啻西

泌湖之北门锁钥也。”
①39
1928 年泌湖区的章长秦、骆志钊等人为控制调节内湖水位，在龙止口银河江出口处建造银河闸。

②40
此闸

修筑既可以拦阻枫桥江的洪水，又可以控制、调节银河江水位，却遭到下游湖区反对，理由是“泌湖历来是蓄水之所，如果建

闸堵洪，势必加重下游各湖洪水的压力”，扣押了西泌湖从外地运来的条石及有关建闸物资。为修建银河闸，甚至动用了武力。
③41

民国以后，随着新技术的逐步应用，湖田内部积水排泄效率不断提高。白塔湖位于浦阳江诸暨段下游，湖区地势低下，常

年有大量积水，浦阳江江水泛涨时，江水又常常倒灌湖区。1933－1934 年，当地水利协会恳请将白塔湖区划为水利模范区，浙

江省水利厅批准，准备派技术人员在湖区斗门地方设 200 匹马力抽水机 5 部，以兹排泄，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施。
①42
该

39
①骆致襄:《诸暨之改造》，民国《诸暨五周年纪念册》，第 56 页。

40
②西泌湖水利委员编，《西泌湖概述》，内部资料。

41
③西泌湖水利委员编，《西泌湖概述》。

42
①浙江省浦阳江水利参事会代电:《电请准予贷借诸暨白塔湖排泄整治工程经费以利进行由》，1946 年 12月 20 日，浙江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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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乃诸暨湖田区最早计划使用抽水机排泄湖内积水之区。抗战结束后，白塔湖水利协会常务主席金兆兰再次上呈省水利厅请求

安装抽水机，其言:“窃本湖位居诸暨下北，当东西两江之下游，面积计三万余亩，因地势低洼，常被内外水之淹没与侵袭。自

由明万历年间知县刘公督同湖民兴建防外水之堤埂，后外水之患已减。湖民迄今犹口碑不已。无如内水之患与年俱增，近年东、

西两江(笔者按:浦阳东、西两江)久为疏浚，水位递增，自东、西泌湖建筑大埂后，东江之水直逼而来，至本湖附近水势稍缓，

泥沙沉澱，使本湖出水无由，排泄数年之后，势必成为蓄水之地，即如近年春花全部漂没，继种田禾，又遭淹没，损失不可以

计。欲思建筑本湖，首宜排除内水之患，然后改进农田。”省府随后批复:“据查该湖实患内水淹浸，歉收频年，实有装设抽水

机以排泄内水之必要，理合备文转请鉴核，迅赐指派工程师莅县设计装配，以利进行而福湖民。”
②43
20 世纪 40 年代末，泌湖、

连七湖、朱公湖等湖区每遇河水高涨及江水倒灌之期，湖内存水无法流出，禾苗即遭淹害。1949 年诸暨县先后在西泌湖、朱公

湖配置抽水设备，“倘遇河水高涨，即须用器械排水。”
③44

但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限制，广大湖区并不能完全普及抽水设备。

因而，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政府大力兴修堤埂前等水利工程前，湖区的积水问题并没有根本性改善。

三、水患压力与水生疾病

浦阳江到清中期以后泥沙淤积更为严重，降雨稍大，江水即可能灌入湖田，当地民谚称:“浦阳江，撒尿江，三颗毛毛雨，

两岸要倒埂。田稻汆得滑脱光，黄泥大水满栋梁。儿喊爹，囡喊娘，苦得两岸百姓泪汪汪。”
④45
所以，湖田区只要能连续几年风

调雨顺，百姓生活即随之改善。比如当地民谣中称，“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诸暨湖田三年熟，黄牛也好讨老嬷。”
⑤46

三

年无水灾，即成为当地湖民之美好愿景。

经常发生的大水过后，湖民只好在困难中重建家园，水灾之后粮食缺乏，只好以田螺蛳充饥，诸暨有民谣这样形容当地的

湖民生境，“泌湖大地方，十年九年荒，常年洪涝淹田庄，田螺螺蛳过时光。小暑关霪种水稻，种在田里靠在天。”
⑥47

灾害对佃

农的冲击更大，由于水患频繁，“致佃户年年垫本，眉间常锁，杌揘不安。”
⑦48

有的给地主当长工，有的背井离乡外出行乞，乃

湖民生活之真实写照。

若遇到淫雨季节，浦阳江江水暴涨，给湖民带来沉重打击。1922 年浙江全省发生大水灾，诸暨更是灾象惨烈，当地民谣中

仍有此次水灾之描述，“民国十一年，大水没屋檐。镬灶上楼台灶司，菩萨逃西天!”
⑧49

这一年八月，由于之前适逢久旱，农夫

日夜戽水，仍不足以活既枯之苗。故刚开始降雨时，并未惊觉，无不人人色喜。但随后山洪暴发，泥沙淤塞河道，湖田随即倒

埂。全县所有低洼处几乎皆遭淹没，江水“奔腾冲决，平湍十丈，田畴已为沙碛，庐舍成丘墟，合抱之木，漂者转蓬，渠渠厦

屋，泛流似槎。”县城东江东畈与高湖之间东江河道上的“永丰一闸，积尸至数百之多，……触目伤心，莫此为甚。”水灾从八

月初开始，至月底仍风雨不绝，至九月二日，江水漫县城，“水高于城者二尺，屋不见顶；东门、南门以外，官道冲决逾数十丈，

天地混茫，比户断炊。水灾中，粮食最为紧缺，“草菜不继，螺赢都尽，乃随丰四除，流食于外。邑中士绅，绘郑侠流民之图，

布晋悼乞贷之书，内外勤振，络绎输将，升斗之水，虽有润夫枯鱼，而残余之粟嘗无补于穷鸟；兼之尸气蒸发，疠札大作，民

案馆藏，档案号:L098－02－196。
43

②诸暨县政府:《据白塔湖水利公会呈祈转请指派熟识水利工程师莅临设计配装抽水机》，1946 年 12月 27 日，浙江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L098－02－196。
44

③《诸暨西泌湖、朱公湖排水站工程报告》，1950 年 10 月，诸暨县档案馆藏，档案号:43－02－10。
45

④朱秋枫:《浙江民间歌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3 页。
46

⑤朱秋枫:《浙江民间歌谣》，第 13 页。
47

⑥诸暨县地名委员会编:《浙江省诸暨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 年，第 104 页。
48

⑦孔凡定:《诸暨水灾之透视》，《乡建通讯》1942 年第 4卷第 4期，第 13 页。
49

⑧朱秋枫:《浙江民间歌谣》，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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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死亡者，又六百余人，此实亘古未有之奇变也。”
①50
水灾发生虽有气象等自然因素，但人为垦占湖田，历史上用于蓄水的湖泊

被农田大量取代，也是水灾灾情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水患如一把利剑随时悬在诸暨湖田区人民的头上，而且一些寄生虫病也通过寄生于水田、沟渠中，在湖民生活、劳作

时进入人的身体，危害当地百姓健康。中国血吸虫病按地形来分，包括水网、湖沼和山丘三种，浙江省三种类型兼而有之。诸

暨又是浙江血吸虫病极为严重的地区，以丘陵及湖泽型为主。
②51

诸暨地区有明显文献记载的血吸虫病流行，不超过百年。20 世

纪 60 年代对诸暨血吸虫病的调查称:“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这四种寄生虫病，解放前在我县流行十分猖獗，严重

危害人民健康，影响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血吸虫病，危害极为严重。在重疫区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如大西区三环村，湄

池区琴坞村，在一百多年前都是一千户左右的大村庄，由于血吸虫病的流行，到解放时已经只有不到一百户人家了。浣纱区水

底陈村，原是一百多户的村庄，到解放时，仅仅剩下八户人家十七个人，其中十五人患血吸虫病。”
③52
可见，血吸虫病仍无疑是

百年来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血吸虫幼虫在中间宿主螺类体内发育，成熟后通过皮肤或口进入终宿主人体内，卵随粪便排出，幼虫进入螺体，再通过皮

肤回到终宿主人体内。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而钉螺的生长需要有潮湿的水环境、适宜的植物。研究表明，土壤含水量与

钉螺密度有关。此外，钉螺生殖需要有合适的植被条件，湖区洲滩钉螺分布与苔草群丛的总盖度、高度、种群盖度呈显著相关。

水灾能引起钉螺扩散。
④53

清代加大对山区的开发，大量泥沙随山水汇集于河道中，使得浦阳江河床的淤高，每到多雨季节，湖区经常是田、沟、河

水混为一流，这也为钉螺的滋生流行提供了机会。太湖周边地区河道、湖荡后期严重淤塞，水流缓慢，为钉螺的滋生创造了条

件。
⑤54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调查显示，诸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遍及 8 各区、1 个城关镇、28 个公社，有 21 万人受到威胁，估计患

病人数将近 7200 人，大部分病人散失劳动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不能正常发育。
⑥55
湖区的血吸虫病也十分严重，以泌湖区为

代表。

东泌湖内部有周家湖、稻子湖、东成湖等 21个小湖，湖田交错在这些小湖之间。湖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地势自东向西

倾斜，四周高中间低。其间小湖的圩埂纵横交错，乌程江贯穿东西，港流弯曲狭窄，宽仅 20 米左右，排灌受阻，低田经常受涝，

杂草丛生，钉螺密殖，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当地湖民曾有“团团江，下死上，毛家湖，人喊地方，马塘爿，人都逃光，神仙

难医烧鸡胀，三十六岁算寿长”的悲惨农谚。
⑦56

西泌湖的钉螺则主要分布在枫桥江堤埂外的沼泽区，1950 年浙江卫生试验院的调查资料显示，沿江的沼泽区有大量钉螺:

50
①《诸暨六十年来掌故·壬戌大水记》，民国《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诸暨民报社，1924 年，第 27页。

51
②《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史》编委会:《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第 19－20 页。

52
③《中共诸暨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四病防治工作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 年 3 月 5日，诸暨市档案馆藏，档案号:63

－11－17，第 66 页。
53

④徐玉梅、张世清:《环境因子对钉螺生长发育与分布的影响》，《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2011 年第 38 卷第 4期。
54
⑤李玉尚:《感潮区变化与青浦沿湖地区的血吸虫病———以任屯为中心》，《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55
⑥《诸暨 1－10 月防治血吸虫病情况及今后规划、今冬明春的工作打算意见》，1962 年 10月 30 日，诸暨市档案馆藏，档案号:63

－11－17，第 92 页。
56

⑦《诸暨县水利志》，1993 年，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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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地调查时，在江堤以外的沼泽地区都可以找到钉螺蛳，但田间的小溪及荡边，还没有发现有钉螺存在。”
①57
调查以泌湖核

心区东和村为中心，共检查 182 人，日本血吸虫病感染率为 52．29%。
②58
女子的感染率却还是很高，证明洗衣、煮饭与疫水接触

患病率不比下田的概率低。店口地区的调查也显示，生活区的钉螺密度也很高，“生活区在村周围田边、田沟、小溪沟、小溪坑，

占有螺总面积三分之一左右，密度 5－200 只；生产区在距离村庄比较远的田沟、田边、小滩爿、溪坑塘，占有螺总面积三分之

二左右，密度 2－200 只。”
③59
虽然面积还是生产区更广，但生活区的钉螺分布也不少。

消除钉螺滋生的野外环境，主要采取土填埋之法。对于一些钉螺分布密集地区，“可以采用架桥、排除积水等办法，适当改

变生产地区的环境，减少接触疫水的机会。可以改进生产方法，改进捕鱼、虾、打湖草等工具，合理使用防护药物和防护工具，

防止感染。”
④60
并提倡分塘用水，饮用井水。进入人体的血吸虫虫卵通过粪便排出，这些粪便未经处理，大多直接用来作为农田

的肥料，又为血吸虫生物循环创造条件。因此，政府动员群众不在河里、塘里洗刷马桶。一些档案调查显示，诸暨的田间也修

筑了公共厕所，
⑤61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钉螺流行传播机会。“文化大革命”以后，诸暨湖区灭螺再次兴起高潮。投入大量劳力，改

善了排灌系统，并扩大了耕地面积，将灭螺与积肥相结合，挖出河泥，灭掉钉螺，促进了备耕生产。
⑥62

湖区沟渠纵横，加之循

环受淹的沼泽区大片分布，为水生疾病的滋生提供了外部条件。

四、小结

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一直以来遭到学界的极大批判，但却不可否认环境对所在人群的生活方式，乃至行为方式的极大影响。

诸暨三面环山，北面地势低洼，江水、湖水纵横分布，区域内的民众，特别是湖区民众的生活离不开与水打交道。这一地区宗

族发达，人们聚族而居，相互照应，其实也是水患频繁的间接反映。民国年间在对诸暨最具代表性之风俗描写即称:“诸暨人民

习尚聚族而居，二三十家至数千家不等，为城南苎萝村之施兴，江东郑旦故里之郑姓，均百余家族聚居”，“城区隙地极少，但

家庙宗祠几于随处皆是，亦可见该县人民家族观念之深矣”。
⑦63
家族观念极强与自我保护及领地防御有极大关系，应对水灾无疑

需要族人携手。诸暨河谷地区的湖田开发过程是十分明晰的，通过对湖田推进过程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当地人在改造

自然水环境的过程中仍无法摆脱其创造的“新环境”的制约。人们通过筑埂围水以获得耕地，伴随农田推进，湖民不仅常年生

活在水患重压之下，而且由于人与湖田区低洼易涝、易水患的水土常年接触，也长期遭受着严重的水生疾病侵害。水环境的改

造为湖民带来了更多土地，但同时也为水患与疾病的发生创造了机会。

①

②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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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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